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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重大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行为策略选择

和博弈过程， 本文通过建立博弈模型进行仿真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当地方

政府采取严格防控的收益大于成本时， 其策略选择会趋向于严格防控； 而社

会公众则关注选择主动隔离或自由流动策略造成的成本与产生的收益。 因

而， 地方政府应完善重大疫情研判、 评估、 决策和协同防控机制， 树立风险

治理底线思维和兜底思维， 以成本—收益原则为杠杆， 积极引导公众科学、
理性地应对疫情， 并促进公众主动配合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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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传染病发生后， 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的病人或死亡病例， 严重威

胁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 引发综合性社会危机。 ２０１９ 年末， 我国湖北省武

汉市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 并迅速席卷全国。 从湖北武汉出现首例不明原因

病例到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４ 时， 全国 ３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９１７８０ 例、 死亡病例 ４６３６ 例、 治愈出院病例

８６６８９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２６７２３ 例。① 新冠肺炎疫情对

我国社会经济、 人民生命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和严重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疫

情发生以后多次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

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针

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 抓紧补短板、 堵漏洞、 强弱项， 提高应对突发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②

一、 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针对频发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虽然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各级政府和卫生部

门要采取积极防控与救治措施， 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 提出划定疫

点疫区的建议， 对病人、 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 但在重大疫情防控实践

中， 仍然存在消极监测、 推迟公布、 谎报瞒报疫情信息等问题， 以及应急决

策出现重大失误导致疫情出现更严重的扩散， 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底线思维

不足影响重大疫情应急响应的效率。 诸如此类的现象给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

提出了严峻挑战。 因此， 有必要分析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博弈演化行

为， 讨论二者的不同策略选择对疫情传播的影响， 探索最有利于疫情防控和

应急管理的策略， 以进一步完善我国重大疫情防控的体制机制。
既有研究多从传染病疫情防控与应急管理、 重大疫情防控中社会各

方演化博弈等方面展开。 一些学者从传染病学、 人口学角度探讨了传染

病疫情传播和防控机制， 运用动力学原理建立了传染病 ＳＩＲ 传播模型，③

提出了阈值理论， 并利用数学模型分析了 ＨＩＶ － １ 病毒④和１９１８ 年西班牙

·７２１·

徐　 明　 钟德寿　 盖　 赟： 重大疫情防控中政府与公众演化博弈策略分析

①

②

③

④

卫生应急办公室： 《截至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４ 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ｈｃ ｇｏｖ ｃｎ ／ ｙｊｂ ／ ｓ７８６０ ／ ２０２１０６ ／ ａｆ５６８９６１ｃ７５４４８８４８４５７７ｆ２４７６ａａ９２７６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年６ 月３０ 日。
《习近平：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ｈｔｔｐ： ／ ／
ｊｈｓｊｋ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１５８８１８４，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Ｗ Ｏ Ｋｅｒｍａｃｋ ａｎｄ Ａ Ｇ Ｍｃｋｅｎｄｒｉｃｋ， 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Ａ）， Ｖｏｌ １１５ （７７２）， １９２７， ｐｐ ７００ － ７２１
Ａｌａｎ Ｓ Ｐｅｒｅｌｓｏｎ， Ａｖｉｄａｎ Ｕ Ｎｅｕ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Ｍａｒｋ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 ， ＨＩＶ － 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Ｖｉｖｏ：
Ｖｉｒｉｏｎ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Ｃｅｌｌ Ｌｉｆｅ⁃Ｓｐａｎ， ａｎｄ Ｖｉｒ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２７１，
１９９６， ｐｐ １５８２２ － １５８６１



流感①的发病机制和传播规律。 西尔克等从人口学理论出发， 整合了流行病

学研究和野生动物疾病的社会网络建模的最新成果， 指出针对野生动物传染

病防治的可持续战略仍然缺乏， 由于人为驱动的环境变化会导致新病原体的

出现或现有疾病流行病学的变化， 因而利用公众行为和人口信息来有效预防

或控制疾病的传播， 对于有效防范这些疾病威胁至关重要。② 林盾等提出重

大疫情给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威胁， 因而政府需要在救

治、 防控、 宣传教育等方面对疫情防控进行精准干预；③ 宋春生提出应依托

社会网络实施群防群控， 明确管理要求， 落实防疫责任， 控制疫情输入；④

高卫明认为公民作为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攸关者， 需要了解疫情发展动态， 提

高自我防范能力， 与政府、 社会组织等协同配合， 在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克减

权利及自由， 主动报告疫情， 控制疫情传播， 监督疫情防控。⑤ 谈谭等总结

了全球援助抗击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经验， 认为任何国家都必须时刻准备应对

传染病等疾病威胁， 提高防控传染病的能力， 引导和鼓励非政府组织和企业

参与传染病防控行动， 支持并参与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多边体系。⑥

也有研究者从演化博弈的角度关注重大疫情防控时期不同主体博弈互动

的过程。 李燕凌等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以 ２０１３ 年 Ｈ７Ｎ９ 型禽流感疫情为例，
对政府实施的救治、 防控、 宣传三类干预行为及其效果进行分析， 指出在疫

情防控中政府应以人为本， 提高干预行为的精准度。⑦ 重大疫情防控需要政

府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 胡联等采取演化博弈的方法分析重大疫情防控中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行为， 将疫情防控中政府的支持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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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动态博弈过程， 指出信任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行为博弈的关键因素， 政府

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和支持能够促进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疫情防控。① 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政府的管制措施和民众的出行行为构成政府和民众之间的

博弈关系， 田永杰运用演化博弈模型研究政府和民众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博弈

的动态演化路径， 分析疫情防控期间政府管制与民众出行的异质性， 并对其

演化稳定策略进行仿真分析。② 还有研究者指出， 在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

理过程中， 存在信息传播与利益博弈之间的协同演化现象。③ 随着互联网的

快速发展， 在重大疫情暴发后， 公共危机信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 增加了危

机的复杂性， 并可能造成社会恐慌。 李燕凌等以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为例， 构

建了政府、 网络媒体、 公众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研究政府、 网络媒体、 公众

等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策略行为演化趋势、 相互影响及均衡状态， 分析

各主体策略行为对社会信任修复的作用机理。④ 目前，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

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不同行为选择的研究仍然较少。
本文构建了以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为博弈方的动态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 分

析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与其所辖区域内社会公众的博弈演化机制， 并仿真模

拟这一过程， 以期进一步认识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在重大疫情中的行为规

律， 为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提出对策建议。

二、 重大疫情防控中的演化博弈策略分析

我国 《宪法》 规定政府行政组织在纵向结构上分为四级， 即中央—省 ／自
治区 ／直辖市—县 ／自治县 ／市—乡 ／民族乡 ／镇。⑤ 中央通过对不同层级间政府

权责的科学划分及施政资源的合理分配， 吸纳相关资源支持地方政府施政。⑥

按照我国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体系 “一案三制” 的要求， 地方各级政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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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根据 “属地管理” 的原则， 承担辖区内公共安

全和应急管理职责。 本文所研究的政府系指地方政府， 主要指省级地方政

府。 在重大疫情的防控过程中， 省级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中央政府发挥

自上而下的指挥协调和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 省级政府是对地方疫情防控开

展管理的关键行动者和责任者。① 其他级别地方政府， 如县 ／自治县 ／市政

府、 乡 ／民族乡 ／镇政府， 虽然在疫情期间与公众演化博弈的机理同省级政府

一致， 但其影响范围、 规模较小， 不如省级政府更具有代表性。 在重大传染

病疫情防控过程中， 地方政府、 社会公众是最重要的博弈行为主体。 从演化博

弈的角度分析， 重大传染病疫情的防控、 传播、 救治过程也是政府和社会公众

进行应急处置， 并通过观察、 学习不断调整各自行为的互动过程。 运用演化博

弈理论建立重大疫情防控动力学模型， 可以揭示地方政府、 社会公众在重大疫

情防控中的行为规律， 为应急管理策略的完善提供帮助。
（一） 演化博弈分析框架

要进行演化博弈分析， 首先需要有一个博弈框架。 这个博弈框架主要是

指博弈的结构和规则。 演化博弈总是在特定的博弈结构和规则下进行的， 而

特定的技术和制度条件决定了特定的博弈结构和规则。 这也意味着演化博弈

只能在特定技术和制度条件下进行。 博弈的参与者并不拥有博弈结构和规则

的全部知识， 相反， 参与者的知识是相当有限的。 而且， 参与者通常是通过

某种传递机制而非理性选择获得策略。 尽管博弈的次数可能是无穷的， 但

是， 在每次博弈中， 参与者通常是从大群体中随机选择出来的。 参与者之间

缺乏了解， 再次博弈的概率也较低。②

在疫情冲击下， 地方政府通常先于社会公众行动， 所以博弈双方的选择

行为不仅有先后次序， 而且后选择、 后行动的博弈方在自己选择、 行动之前

可以看到其他博弈方已经进行的选择和行动， 甚至还可以看到本方其他个体

的选择和行动。 很显然， 这种博弈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无法看作同时决策的

静态博弈， 而属于动态博弈。③ 由于动态博弈中各个博弈方的选择行为有先

后顺序， 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此前已经做出选择的博弈方的行为， 且策略选

择和收益情况也不对称， 所以动态博弈中各博弈方的地位是非对称的， 即双

方的博弈是动态非对称博弈。
此外， 理性和能力决定了博弈方的行为逻辑。 理性的有限性意味着博弈

方往往不会一开始就找到最优策略， 他们需要在博弈过程中学习博弈，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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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错找到较好的策略。 因此， 博弈均衡是不断调整和改进的而不是一次性选

择的结果。 在有限理性博弈框架中， 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作为有差别的有限

理性博弈方群体的成员， 相互之间随机配对博弈。 他们在博弈中不仅会向单

次博弈中两个被随机选中的个体学习， 而且也会向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学习，
其策略的调整可以用演化的 “复制动态” 机制模拟。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运用 ２ × ２ 双矩阵动态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来模拟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博弈情境。 相较传统博弈理

论， 演化博弈模型对博弈主体行为选择的理论解释更符合实际。
（二） 博弈模型假设

假设 １： 在不考虑其他约束条件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及社会公众双方能

够组成一个完整的区域公共卫生系统。 这一系统中的社会人口总数记为 Ｍ。
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是参与博弈的两类有差别的 “有限理性” 群体。 随着

疫情的发展和人们对新冠肺炎疫情认知的不断更新， 地方政府、 社会公众采取

的具体应对措施也处于动态调整中。 双方在利益博弈过程中经过不断试错和持

续学习， 不断调整自身策略， 以期形成最优的策略组合来达到均衡解。
假设 ２： 地方政府有两种行动方案， 其策略集合 Ｓ１ ＝ ｛严格防控 （Ｙ），

常规应对 （Ｎ）｝。 其中， “严格防控” 策略 Ｙ （以下简称 Ｙ 策略） 是指地方

政府了解了疫情的真实情况， 按照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等法规要求公布相关疫情信息， 将公共卫生

响应级别调整到相应级别， 对疫情采取果断措施进行严格防控的策略行为。
“常规应对” 策略 Ｎ （以下简称 Ｎ 策略） 则是指地方政府由于对疫情的状况

认识不够， 或者专家判断结果有误， 导致应急决策失灵而做出的策略选择。
地方政府选择 Ｙ 策略的概率为 ｘ， 选择 Ｎ 策略的概率为 １ － ｘ。

假设 ３： 社会公众也有两种行动方案， 策略集合 Ｓ２ ＝ ｛主动隔离 （ Ｉ），
自由流动 （Ｆ）｝。 其中， “主动隔离” 策略 Ｉ （以下简称 Ｉ 策略） 是指社会公

众积极执行政府有关规定， 从疫情发生地归来主动居家隔离两周； 有发热

（体温高于 ３７ ３℃） 或急性呼吸道疾病症状的人员， 以及与患者、 疑似患者

有过密切接触者， 主动联系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医学排查和治疗， 积极做好自

身防护工作等策略行为。 “自由流动” 策略 Ｆ （以下简称 Ｆ 策略） 是指一些

新冠肺炎患者、 疑似患者、 密切接触者等无视我国政府有关法律和防控规

定， 或者一些处于潜伏期的患者， 由于未能发现自身的异常症状， 依然乘坐

公交、 地铁、 大巴等公共交通工具自由流动的策略选择。 社会公众选择 Ｉ 策
略的概率为 ｙ， 选择 Ｆ 策略的概率为 １ － ｙ （见表 １）。

假设 ４： 人们对于病毒和疫情的知识是经历一个认识—再认识的过程而

取得的。 当区域公共卫生系统中出现若干零星病患时， 地方政府并未了解疫

情危害而采取 Ｎ 策略， 其成本假设为 ０； 社会公众在没有可靠信息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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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选择 Ｆ 策略。 由于公众将自己暴露于疫情面前， 因而增加了染病的风险，
个人感染病毒的概率为 β ， 由于被传染而给自己带来的损失记为 Ｇ１ ， 给社

会带来的损失记为 Ｇ２ 。

表 １　 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演化博弈策略集合及选择概率

参与主体 参与主体的策略组合 选择概率

地方政府 Ｓ１ ｛严格防控 （Ｙ）， 常规应对 （Ｎ）｝ （ｘ， １ － ｘ）
社会公众 Ｓ２ ｛主动隔离 （ Ｉ）， 自由流动 （Ｆ）｝ （ｙ， １ － ｙ）

　 　

假设 ５： 随着被感染的病例数增加， 疫情的危害逐渐显露， 并引发中央

政府的高度关注， 各方压力迫使地方政府重新审视疫情信息， 并采取 Ｙ 策

略。 地方政府实施严格防控措施的成本记为 Ｃ１ （其中除了疫情防控的必要支

出， 还包括由严格防控导致停工停产带来的机会成本， 以及地方政府税收的

减少等。 另外， 财政部明确规定新冠肺炎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 在基本医

保、 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 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
即在医疗保险以外的部分由财政负担①）。 由于政府采用 Ｙ 策略， 对传染源

展开排查， 要求居民居家隔离以切断传染源与传播途径， 除了对患者加以救

治外， 政府对疑似患者、 密切接触者均进行大范围的跟踪和排查； 社会公众

严格遵守政府部门的防控措施， 根据国家发布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到过疫

区人员或密切接触者主动居家隔离。 公众因为隔离期间无法办公、 聚会、 出

游和社交等造成的人均损失记为 Ａ１ ， 由此降低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可能，
给政府带来的正向收益记为 Ｖ１ ； 如果一些社会公众仍然无视政府部门有关

全民防控的部署而选择自由流动， 按相关法律规定， “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

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 强制隔离或者治疗， 过失造成传染病传

播， 情节严重， 危害公共安全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② 该处罚行为给因违反防

疫规定而被处罚的公众带来的人均损失记为 Ａ２ 。 在此情形下， 个人感染病

毒的概率为 α 。 显然， β ＞ α 。
根据上述假设， 博弈主体的支付矩阵如表 ２ 所示。
（三） 演化博弈策略分析

根据表 ２ 所示的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支付矩阵，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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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重大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博弈支付矩阵

地方政府
社会公众

主动隔离 （ Ｉ） 自由流动 （Ｆ）

严格防控 （Ｙ） （Ｖ１ － Ｃ１ － αＭＧ２， －ＭＡ１ － αＭＧ１） （Ｖ１ － Ｃ１ － βＭＧ２， －ＭＡ２ － βＭＧ１）

常规应对 （Ｎ） （ － βＭＧ２， －ＭＡ１ － βＭＧ１） （ － βＭＧ２， － βＭＧ１）

　 　

得到各策略的收益和混合策略的收益， 进而可以确定地方政府的策略集合 Ｓ１ ＝
｛严格防控 （Ｙ）， 常规应对 （Ｎ）｝ 的期望收益以及平均收益， 如式 （１） 所示：

ＵＧＹ ＝ ｙ（Ｖ１ － Ｃ１ － αＭＧ２） ＋ （１ － ｙ）（Ｖ１ － Ｃ１ － βＭＧ２）
ＵＧＮ ＝ ｙ（ － βＭＧ２） ＋ （１ － ｙ）（ － βＭＧ２）

ＵＧ ＝ ｘＵＧＹ ＋ （１ － ｘ）ＵＧＮ （１）

同时， 可以得到社会公众的策略集合 Ｓ２ ＝ ｛主动隔离 （ Ｉ）， 自由流动

（Ｆ）｝ 的期望收益以及平均收益， 如式 （２） 所示：

ＵＰＩ ＝ ｘ（ － ＭＡ１ － αＭＧ１） ＋ （１ － ｘ）（ － ＭＡ１ － βＭＧ１）
ＵＰＦ ＝ ｘ（ － ＭＡ２ － βＭＧ１） ＋ （１ － ｘ）（ － βＭＧ１）

ＵＰ ＝ ｙＵＰＩ ＋ （１ － ｙ）ＵＰＦ （２）

运用非对称复制动态演化方式， 得到重大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和社会公

众的演化复制动态方程：

ＦＧ（ｘ） ＝ ｄｘ
ｄｔ ＝ ｘ（ＵＧＹ － ＵＧ） ＝ ｘ（１ － ｘ）［ｙ（β － α）ＭＧ２ ＋ Ｖ１ － Ｃ１］ （３）

ＦＰ（ｙ） ＝ ｄｙ
ｄｔ ＝ ｙ（ＵＰＩ － ＵＰ） ＝ ｙ（１ － ｙ） { ｘ［（β － α）ＭＧ１ ＋ ＭＡ２］ － ＭＡ１ }

（４）

式 （３） 表明， 仅当 ｘ ＝ ０， １ 或 ｙ∗ ＝
Ｖ１ － Ｃ１

－ （β － α） ＭＧ２
时， 地方政府选择

Ｙ 策略的比例是局 部 稳 定 的； 式 （ ４ ） 表 明， 仅 当 ｙ ＝ ０， １ 或 ｘ∗ ＝
ＭＡ１

（β － α） ＭＧ１ ＋ＭＡ２
时， 社会公众选择 Ｉ 策略的比例是局部稳定的。

复制动态模型描述了在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过程中， 地方政府与社会公

众作为博弈双方的策略调整的动态关系。 对于两群体演化博弈模型， 趋于稳

定性状态要求：
令 ＦＧ （ｘ） ＝ ０ 且 ＦＰ （ｙ） ＝ ０， 在平面 Ｈ ＝ ［ （ｘ， ｙ） ｜ ０≤ｘ≤１， ０≤

ｙ≤１］ 上可得五个局部均衡点， 即 Ｅ１ ＝ Ｏ （０， ０）， Ｅ２ ＝ Ｃ （０， １）， Ｅ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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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１， ０）， Ｅ４ ＝ Ｂ （１， １）， Ｅ５ ＝ Ｄ （ｘ∗， ｙ∗）。

其中， ｘ∗ ＝
ＭＡ１

（β － α） ＭＧ１ ＋ＭＡ２
， ｙ∗ ＝

Ｖ１ － Ｃ１

－ （β － α） ＭＧ２
。

（四） 博弈均衡点稳定性分析

根据弗里德曼提出的雅可比 （Ｊａｃｏｂｉａｎ） 矩阵的局部稳定分析法可以判

定， 以上这些均衡点并不一定是系统演化稳定策略。 雅可比矩阵的基本行列

式为：

Ｊ ＝

∂ １

∂ ｘ
∂ １

∂ ｙ
∂ ２

∂ ｘ
∂ ２

∂ ｙ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ａ１１ ａ１２

ａ２１ ａ２２

æ

è
ç

ö

ø
÷

其中， ａ１１ ＝ （１ － ２ｘ） ［ｙ （β － α） ＭＧ２ ＋ Ｖ１ － Ｃ１］；

ａ１２ ＝ ｘ（１ － ｘ）［（β － α）ＭＧ２］；
ａ２１ ＝ ｙ（１ － ｙ）［（β － α）ＭＧ１ ＋ ＭＡ２］；

ａ２２ ＝ （１ － ２ｙ） { ｘ［（β － α）ＭＧ１ ＋ ＭＡ２］ － ＭＡ１ } 。

根据弗里德曼提出的判定标准， 当行列式 ｄｅｔ （Ｊ） ＝ ａ１１ ａ２２ － ａ１２ ａ２１ ＞ ０，
迹 ｔｒ （Ｊ） ＝ ａ１１ ＋ ａ２２ ＜０ 时， 该系统的均衡点将成为演化稳定策略， 即 ＥＳＳ 点。
通过五个局部均衡点， 并结合雅可比矩阵的稳定性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演化稳定性分析结果

Ｅ１

（０， ０）

Ｅ２

（０， １）

Ｅ３

（１， ０）

Ｅ４

（１， １）

Ｅ５

（ｘ∗， ｙ∗）

情形 １

Ｖ１ － Ｃ１ ＞ ０

［（β － α） ＭＧ１ ＋ＭＡ２］ －ＭＡ１ ＜ ０

（β － α） ＭＧ２ ＋ Ｖ１ － Ｃ１ ＞ ０
不稳定 不稳定 ＥＳＳ 不稳定 不存在

情形 ２

Ｖ１ － Ｃ１ ＞ ０

［（β － α） ＭＧ１ ＋ＭＡ２］ －ＭＡ１ ＞ ０

（β － α） ＭＧ２ ＋ Ｖ１ － Ｃ１ ＞ ０
不稳定 不稳定 不稳定 ＥＳＳ 不存在

情形 ３

Ｖ１ － Ｃ１ ＜ ０

［（β － α） ＭＧ１ ＋ＭＡ２］ －ＭＡ１ ＞ ０

（β － α） ＭＧ２ ＋ Ｖ１ － Ｃ１ ＞ ０
ＥＳＳ 不稳定 不稳定 ＥＳＳ 鞍点

情形 ４

Ｖ１ － Ｃ１ ＜ ０

［（β － α） ＭＧ１ ＋ＭＡ２］ －ＭＡ１ ＞ ０

（β － α） ＭＧ２ ＋ Ｖ１ － Ｃ１ ＜ ０
ＥＳＳ 不稳定 不稳定 不稳定 不存在

·４３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续表 ３
Ｅ１

（０， ０）

Ｅ２

（０， １）

Ｅ３

（１， ０）

Ｅ４

（１， １）

Ｅ５

（ｘ∗， ｙ∗）

情形 ５

Ｖ１ － Ｃ１ ＜ ０

［（β － α） ＭＧ１ ＋ＭＡ２］ －ＭＡ１ ＜ ０

（β － α） ＭＧ２ ＋ Ｖ１ － Ｃ１ ＜ ０
ＥＳＳ 不稳定 不稳定 不稳定 不存在

情形 ６

Ｖ１ － Ｃ１ ＜ ０

［（β － α） ＭＧ１ ＋ＭＡ２］ －ＭＡ１ ＜ ０

（β － α） ＭＧ２ ＋ Ｖ１ － Ｃ１ ＞ ０
ＥＳＳ 不稳定 不稳定 不稳定 不存在

　 　

推论 １： 当 Ｖ１ ＞ Ｃ１， Ｖ１ － Ｃ１ － αＭＧ２ ＞ － βＭＧ２ 且 －ＭＡ１ － αＭＧ１ ＜ －ＭＡ２ －
βＭＧ１ 时， Ａ （１， ０） 是模型的演化稳定点。 此时， 地方政府采取 Ｙ 策略的收

益大于采取 Ｎ 策略的收益， 因而地方政府会采取严格防控的行为策略。 然而，
对于一些社会公众来说， 他们采取 Ｆ 策略的收益大于采取 Ｉ 策略的收益， 因

此， 他们仍然会选择自由流动。 比如， 在疫情防控时期郭某鹏乘飞机去意大

利看球， 被感染后没有按规定采取隔离措施， 依然上班活动， 导致多人被感

染， 最终郭某鹏因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１８ 个月。① 一

些公众之所以在政府选择严格防控时仍然选择自由流动， 是因为他们希望自

己侥幸没有患病， 或者没有考虑到最终被查出来的一系列成本以及被判刑的

后果， 包括在确诊、 救治至痊愈的整个过程中， 除了身体所遭受的病痛折磨

以外， 由于媒体等的报道， 其个人及其家庭还将背负的沉重道德成本。 这些

都是选择 Ｆ 策略的社会公众所始料未及的， 同时也说明有限理性的假设是符

合现实情况的。 因此， Ａ （１， ０） 是模型的不稳定点。
推论 ２： 当 Ｖ１ ＞ Ｃ１， Ｖ１ － Ｃ１ － αＭＧ２ ＞ － βＭＧ２ 且 －ＭＡ１ － αＭＧ１ ＞ －ＭＡ２ －

βＭＧ１ 时， Ｂ （１， １） 是模型的演化稳定点。 此时， 地方政府采取 Ｙ 策略的收

益大于采取 Ｎ 策略的收益， 因而地方政府会采取严格防控的行为策略。 同时，
公众充分认识到了病毒的危害， 以及不采取主动隔离措施有可能带来的社会危

害和自身需要承担的责任。 在此情况下， 公众选择 Ｉ 策略的收益大于采取 Ｆ
策略的收益， 因而他们会选择与政府合作的 Ｉ 策略。 均衡点 Ｂ （１， １） 是模

型的演化稳定点， 在给定条件下也是原动态博弈唯一的子博弈完美均衡点。
推论 ３： 当 Ｖ１ ＜ Ｃ１ 时， 无论 Ｖ１ － Ｃ１ － αＭＧ２ 大于还是小于 － βＭＧ２， 也无论

－ＭＡ１ －αＭＧ１ 大于还是小于 －ＭＡ２ － βＭＧ１， Ｏ （０， ０） 都是模型的演化稳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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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 虽然地方政府采取 Ｙ 策略的收益大于采取 Ｎ 策略的收益， 但是地方

政府的收益和成本相比， 成本超过了收益， 如果地方政府采取严格防控 Ｙ 策略，
就会导致入不敷出， 因而该策略不是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 出于自利性避责动

机， 地方政府最终会选择Ｎ 策略。 社会公众作为后选择者， 如果选择 Ｉ 策略将不

得不待在家中， 无法获得收入来源， 而选择 Ｆ 策略， 虽然有被感染的可能， 但

只需要做好自身防护就有可能不被感染， 所以选择 Ｆ 策略是公众的最优策略。
这就能够说明为什么西方很多国家政府选择 Ｎ 策略， 民众选择 Ｆ 策略。

但 Ｏ （０， ０） 作为模型的演化稳定点， 并不适用于我国的国情。 在我国，
党和政府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宗旨， 坚持人民至上原则。 当疫情危害超出地方政

府自主应对能力的范围， 或者地方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对国家全局影响较

大时， 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会强化权力集中程度， 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

权力分配关系作出暂时性调整， 以有效应对危机爆发时期的紧急治理需求。 这

是我国政府调整权力分配关系的一种特殊方式， 即在新冠肺炎疫情紧急防控状

态下的中央 “接管” 地方模式。 比如， 在疫情期间中央指导组赴湖北指导湖

北省抗疫， 此时， 湖北省地方政府暂时 “丧失” 了对于本地疫情防控事务的

领导权和决策权， 更多地扮演中央决策安排的服从者与执行者角色， 希望借助

中央的权威和力量及时化解本地危机。① 同时， 我国的举国体制在中央政府的

协调指挥下发挥巨大作用，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会使 Ｖ１ ＜ Ｃ１ 的情况发生

根本性改变。 因而， 在我国的国情条件下， Ｏ （０， ０） 是模型的不稳定点， 地

方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策略集合为 ｛严格防控 （Ｙ）， 主动隔离 （Ｉ）｝。
根据以上推论， 我们发现， 在重大疫情防控过程中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

的博弈有三个演化稳定策略， 即 Ｏ （０， ０）、 Ａ （１， ０） 和 Ｂ （１， １）。 在演

化博弈相位图中 （见图 １）， 当演化策略收敛于 Ｏ （０， ０） 时， 多边形 ＯＡＤＣ

图 １　 系统动态非对称演化相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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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表示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策略集合 ｛常规应对 （Ｎ）， 自由流动 （Ｆ）｝
成为常态； 当演化策略收敛于 Ｂ （１， １） 时， 多边形 ＡＢＣＤ 区域表示地方政

府与社会公众策略集合 ｛严格防控 （Ｙ）， 主动隔离 （ Ｉ）｝ 成为稳定状态。
多边形面积的大小表示博弈双方选择相应策略的可能性。 其中， 多边形

ＡＢＣＤ 区域的面积越大， 地方政府选择 Ｙ 策略、 社会公众选择 Ｉ 策略的概率

越大。

三、 数值仿真

为直观地刻画重大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博弈行为的演化过

程， 我们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对重大疫情防控应急管理中地方政府与公众

之间的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进行仿真分析。 在图 ２ ～ ６ 中， 横轴代表时间，
纵轴分别代表地方政府 （ ｘ， １ － ｘ） 与社会公众 （ ｙ， １ － ｙ） 的策略选择

比例。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我国总人口为 １４ ４３ 亿人，① 其中大陆

３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口为 １４ １２ 亿人，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平均人

口为 ４５５４ 万人， 人口最多的广东省有 １ ２６ 亿人， 人口最少的西藏自治区有

３６４ ８１ 万人。② 综合考虑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口平均值和人口规模效

应， 本文选择了 ６０００ 万人作为地方政府所辖人口模拟数值。 为了确保模型

的收敛性， 本文用 “千万” 作为人口的数量单位。
参数 α 和 β 的数值是通过微分方程反推出来的， 这两个参数代表不同策

略条件下的染病概率。 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可以分析演化博弈模型在面临什么

样的染病概率时是有效的。
Ａ１ 表示主动隔离对个人造成的损失。
Ａ２ 表示被惩罚造成的个人损失。
其他参数说明 （数量单位是 １０ 万元）：
Ｇ１ ＝ １， 表示感染病毒对自己造成的损失。 被感染者一年无法上班， 但

有基本工资。
Ｇ２ ＝ ７， 表示个人被病毒感染对社会造成的损失。 根据相关报道， 新冠

肺炎轻症患者需花费千元至几万元不等， 重症患者需花费几万元至上百万元

不等。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经过试算， 我们最终选取 ７０ 万元作为对社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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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损失。
情形 １， 在条件为 Ｖ１ － Ｃ１ ＞ ０， ［ （β － α） ＭＧ１ ＋ＭＡ２］ －ＭＡ１ ＜ ０， （β －

α） ＭＧ２ ＋ Ｖ１ － Ｃ１ ＞ ０ 时， 在参数为 β ＝ ０ ０３， α ＝ ０ ００２， Ｍ ＝ ６， Ｖ１ ＝ Ｍ ×
１０ ／ １４， Ｃ１ ＝Ｍ × ０ ６ ／ １４， Ａ１ ＝ ５； Ａ２ ＝ ２ ５， Ｇ１ ＝ １， Ｇ２ ＝ ７ 的情况下， 只有

地方政府的收益大于成本， 个人感染造成的损失在自由流动情况下与主动

隔离情况下的期望之差， 加上由地方政府严控个人自由流动造成的损失小

于主动隔离的个人的损失时， 地方政府选择严格防控和个人选择自由流动

是稳定的。 这也说明在地方政府严控政策下之所以仍然有人选择自由流

动， 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处罚措施给个人带来的损失 Ａ２ 小于公众主动

隔离给个人带来的损失 Ａ１， 使得 （β － α） ＭＧ１ ＜ Ｍ （Ａ１ － Ａ２）。 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是由管控没有强制性， 或者惩罚措施执行的力度不够造成的 （见
图 ２）。

图 ２　 情形 １ （１， ０） 点均衡

情形 ２， 在条件为 Ｖ１ － Ｃ１ ＞ ０， ［ （β － α） ＭＧ１ ＋ ＭＡ２］ － ＭＡ１ ＞ ０， （β －
α） ＭＧ２ ＋ Ｖ１ － Ｃ１ ＞ ０ 时， 在参数为 β ＝ ０ ３， α ＝ ０ ００２， Ｍ ＝ ６， Ｖ１ ＝ Ｍ × １０ ／
１４， Ｃ１ ＝Ｍ × ０ ６ ／ １４， Ａ１ ＝ ０ ２， Ａ２ ＝ ２ ５， Ｇ１ ＝ １， Ｇ２ ＝ ７ 的情况下， 地方政

府的收益大于成本， 个人感染造成的损失在自由流动情况下与主动隔离情况

下的期望之差， 加上由地方政府严控自由流动造成的个人损失大于主动隔离

的个人的损失时， 地方政府选择严格防控和个人选择主动隔离是稳定的。 这

种情况在国内比较常见， 由于人员自由流动的感染率远远高于人员主动隔离

的感染率， 在地方政府严控政策下个人采取自由流动策略所受到的惩罚对个

人造成的损失大于主动隔离对个人造成的损失。 因此， 个人会在地方政府严

格防控的政策下选择主动隔离 （见图 ３）。
·８３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图 ３　 情形 ２ （１， １） 点均衡

情形 ３， 在条件为 Ｖ１ － Ｃ１ ＜０， ［ （β － α） ＭＧ１ ＋ＭＡ２］ －ＭＡ１ ＞０， （β － α）
ＭＧ２ ＋ Ｖ１ － Ｃ１ ＞０ 时， 在参数为 β ＝ ０ ３， α ＝ ０ ００２， Ｍ ＝ ６， Ｖ１ ＝Ｍ × ２ ／ １４， Ｃ１

＝Ｍ ×３ ／ １４， Ａ１ ＝０ １， Ａ２ ＝２ ５， Ｇ１ ＝１， Ｇ２ ＝ ７ 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的收益小

于成本， 个人感染造成的个人损失在自由流动情况下与主动隔离情况下的期望

之差， 加上由地方政府严控自由流动造成的个人损失大于主动隔离的个人的损

失； 同时， 个人感染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在自由流动情况下与主动隔离情况下的

期望之差足够大时， 地方政府仍然会采取严格控制措施 （见图 ４）。 这一点，
体现了不同的社会体制对成本与收益的衡量标准也有所不同。 在只看重政府利

益而非人民利益的国家， 这种情况很难出现。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 政府

坚持人民至上原则， 在疫情面前， 将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作为首要目标加以考

量。 因而， 政府选择严格防控和个人选择主动隔离是稳定的 （见图 ５）。

图 ４　 情形 ３ （０， ０） 点均衡　 　 　 　 　 图 ５　 情形 ３ （１， １） 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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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在地方政府的收益小于成本时 （情形 ４， ５， ６）， 多数情况是地

方政府选择常规应对， 也就是不作为， 而社会公众无论如何是不会选择主动

隔离的。 这样， 政府选择常规应对和社会公众选择自由流动是稳定的。 这种

情况说明了西方多数国家出现的疫情没有得到很好控制的局面 （见图 ６）。

图 ６　 情形 ４， ５， ６ （０， ０） 点均衡

四、 总结与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在疫情发生后， 当地方政府采取严

格防控措施的收益大于成本时， 基于利益驱动， 地方政府的选择会趋向于严

格防控。 当地方政府采取严格防控措施的收益小于成本时， 选择严格防控的

一个前置条件是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坚持人民至上原则。 前文的分析表

明， 通过相关机制， 中央政府运用举国体制帮助地方政府渡过难关， 会使地

方政府采取严格防控措施的收益小于成本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观， 进

而采取措施进行严格防控； 减少社会公众被病毒感染得到的收益与政府严格

防控带来的收益越能抵消政府采取严格防控措施的成本， 政府的选择越趋向

于严格防控。 另外， 虽然从短期来看地方政府采取严格防控措施的成本大于

收益， 但是， 从长期来看， 越早控制住疫情， 越有利于生产、 生活和消费活

动的正常化， 越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重启和复苏， 从而使严格防控的成本小于

收益。 这就是政府更趋向于采取严格防控措施的原因。
与政府的选择相对应， 社会公众更关注选择主动隔离或自由流动造成的

成本与收益。 公众个人选择自由流动而非主动隔离导致增加被感染风险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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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和在政府严控下因自由流动而受到惩罚造成的损失之和越趋近于或大于

主动隔离造成的损失， 社会公众的选择越趋向于主动隔离。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初期， 社会公众之所以未选择主动隔离， 是因为 “理性有限” 以及对自由

的追求， 使得公众认为主动隔离的损失远大于自由流动。 由于信息不对称， 公

众对疫情一知半解甚至一概不知， 认为自由流动也不会有被感染的风险； 当时

恰逢春运， 公众选择主动隔离会使自身自由受限， 难以及时返乡与家人团圆。
这就是疫情暴发初期出现大量聚集性感染的原因。 当疫情发生大规模扩散， 出

现大量被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后， 公众意识到被感染会威胁生命健康， 且在政

府严防措施下若自由流动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自由流动带来的损失远大于主动

隔离带来的损失， 因此更倾向于配合政府工作， 进行主动隔离。
根据本文的主要结论， 我们的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 地方政府要完善重大疫情研判、 评估、 决策和协同防控机制， 对

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进行及时预警、 实时监控， 积极履行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

责任。 在疫情发生初期， 即使疫情在区域系统中只是零星存在， 也要及时、
快捷、 准确地把握并研判疫情可能造成的破坏， 不能只看到常规应对所花费

成本的 “小”， 而看不到疫情扩散后造成的停工停产、 医疗救治所花费成本

的 “大”， 从而科学地选择应对策略。
第二， 地方政府应树立风险治理的底线思维和兜底思维。 在我国， 政府

在面对疫情进行策略选择时， 不仅要考虑成本、 收益和最优策略选择的条

件， 还要坚持人民至上原则， 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加以考

虑。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一旦疫情超出地方政府控制， 中央政府 “接管”
地方的模式就会启动。 虽然这一模式能快速有效应对疫情， 但地方政府将面

临巨大的信任成本和能力危机。 因此， 在疫情暴发后， 地方政府应具有底线

思维， 积极采取严格防控策略。
第三， 地方政府要积极引导公众科学、 理性地应对疫情。 在疫情防控

中， 社会公众的策略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政府策略选择的引导。 因而，
政府应及时通过信息公开与防控政策宣传， 加强对疫情的信息通报与病毒知

识的普及， 使社会公众对疫情会造成的损失有科学的认知， 能够清楚地认识

到由染病带来的损失远大于主动隔离造成的损失， 从而选择主动隔离， 配合

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 政府须依照法律法规， 对违反疫情防控规定而自

由流动的人员给予严厉的法律处罚， 以警示社会公众并促使其认真做好疫情防

控时期的主动隔离与防护工作。 如果政府的惩罚性政策对个人造成的损失大于

主动隔离对个人造成的损失， 就能够有效督促社会公众选择主动隔离， 减少感

染他人或被感染的风险。

（责任编辑： 孔令栋　 任朝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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